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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互动／协作治理运作起来：
荷兰的住房协会与社会住房的提供

顾　昕　杨　艺

［摘　要］市场与政府双失灵的存在，使非营利组织在欧美发达国家社会住房的提供中扮演积极的
角色，而国家、市场与社会多部门组织通过行政、市场和社群机制的互补嵌入性，形成了互动／协作

治理的格局。在荷兰，住房协会承担着社会住房的资金筹集、房源汇聚和分配管理的工作，社群治理

贯穿于所有环节。在筹资环节，住房协会采用资产证券化融资模式，筹集分散的社会资金，体现了社

群治理的市场嵌入性，而政府则通过公共担保基金的建立和住房协会间互助基金的推动，为融资市场

化提供支撑，体现了市场机制的行政嵌入性。在房源汇聚和分配管理环节，住房协会的社群治理具有

行政嵌入性，即政府在目标定位、制度建设、审核监督、鼓励推动等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政府

转变既有的行政化治理模式，助推社群机制和市场机制，促进了住房领域的公共治理体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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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社会政策所界定的 “保障性住房”，在国际上 （尤其是在英国和欧洲）通称 “社会住

房”（ｓｏｃｉａｌｈｏｕｓｉｎｇ），旨在满足没有能力进入住房市场的低收入人群的基本住房需要。①由于社会
住房投入大、回报低、回报周期长，单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会导致其提供不足。与此同时，单靠

政府提供社会住房也会面临财政和治理能力的约束，即政府一来不可能无限制地提高财政支出水

平以增加此类住房的提供，二来也不可能就低收入民众对基本住房的多样化需要给出个性化回

应。因此，在社会住房领域，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是同时存在的，这就需要诉诸第三方即非营利

组织的介入，弥补市场－政府双失灵留下的功能缺失。②非营利住房组织有些是基于信念的组织
（ｆａｉｔｈ－ｂａｓｅ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有些是基于社区的组织（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都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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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政府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的效应研究”（项目号１８ＺＤＡ１６６）的阶段性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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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市场组织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取向，对多样化需求也能有较强的回应性，有可能在解决社会住房

的供给问题上成为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重要替代手段。③

在欧美发达国家，住房协会与住房合作社是非营利住房组织的两种主要形式，其历史可追溯

到十九世纪，并自二十世纪中后期成为社会住房及其相关服务的重要提供者。④在欧洲，二战后，

政府主导的福利国家在欧洲兴旺发达，但到１９７０年代，福利国家的财政压力陡增。由此，福利
国家反思和改革的浪潮兴起，非营利组织在社会福利供给侧中的积极作用开始受到重视，福利多

元主义理念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１９７８年英国一份具有官方背景的研究
报告，提出应该大力推进志愿组织参与社会福利提供，构建多元主体的福利供给体系。⑤随后，

一些学者阐发了 “福利混合”或 “福利多元主义”的理念，认为政府不是也不应该是社会福利

的唯一提供者，市场、社会和家庭也是社会福利的重要提供者。⑥在走向福利多元主义的过程中，

政府职能也发生转型，即从福利提供者转型成福利融资者、推动者和监管者。⑦

无论对这一思潮有何争议，⑧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的兴起使人们重

新认识到非营利组织在社会福利事业中的重要地位。非营利组织在社会住房提供上扮演的积极角

色，一方面为福利多元主义的兴起提供了住房政策领域的经验基础，另一方面也从福利多元主义

中获取了理论支撑。在世纪之交以及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福利混合”或 “福利多元主义”的

理论和实践汇入到公共管理变革或公共治理体系创新的洪流之中，国家、市场和社会多部门行动

者建立互补嵌入性关系，以实现互动协作，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常态。

本文在互动／协作治理理论的框架中，从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三类主体的互补嵌入关系
入手，重点探究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住房提供的运作模式，并以荷兰住房协会为案例对这一模式

进行详细考察。本文的研究有利于探索解决社会住房的提供主体和治理机制，充分发挥非营利组

织和社群治理的比较优势，构建国家、市场和社会三方有序互动、共同参与的多元住房供应体

系。这对我国推进保障房建设和提供的国家治理体系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非营利组织的比较优势与互动／协作治理的兴起

社会住房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并非公共物品，但其正外部性较大，因此属于 “准公共物

品”的范畴。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社会住房提供的预期收益远远低于商品房，仅靠市场力量

难以实现社会住房的充分供给；与此同时，在社会住房领域，相较于需方，供方掌握更多住房质

量的信息。由于正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社会住房供给领域存在严重的市场失灵。⑨

为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可以设立公立组织 （在中国被称为 “事业单位”）承担为低收入者生

产和提供可负担住房之责，此种住房在国际上通称为公共住房 （ｐｕｂｌｉｃｈｏｕｓｉｎｇ），与社会住房的
功能是一样的。事实上，在世界各国的住房体系中，公共住房举足轻重。⑩然而，无论是公共物

品还是准公共物品，政府提供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政府失灵。就公共住房而言，美国学界从政治、

经济和社会视角展开的批判性文献可谓汗牛充栋，由此塑造了公共住房失灵的舆论氛围和公众认

知，直到２０１０年代，才出现了对这种否定性的氛围和认知进行反思性修正的学术研究。瑏瑡

在社会住房领域，市场与政府双失灵总是存在。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在这种情况下，非

营利组织会应运而生，成为提供 （准）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民间机构。瑏瑢社会住房是非营利性组织

的一个活动领域。瑏瑣公共部门、私人企业和非营利部门 （或称第三部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便

成为社会住房生产和提供的通行运作模式。瑏瑤非营利组织的重要性，在全球福利国家转型和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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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治理变革的浪潮中日益凸显。随着福利多元主义的形成，国家、市场和社会多部门共同参与

公共服务的提供，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实践。在这一大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在理论和实践

上出现了三次重大的变革浪潮。第一次浪潮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瑏瑥或经理主义瑏瑦的冲击，致力于在

公共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第二次浪潮是自我治理瑏瑧和网络治理瑏瑨的兴起，强调充分发挥社群机

制在公共服务治理上的积极作用；第三次浪潮是协作治理瑏瑩和互动治理瑐瑠新范式的孕育和成长，

强调国家、市场、社会的协同，重视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的互补。

协作治理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的理念试图打破有关国家 －市场 －社会关系的传统模
式。协作治理的新理念强调，无论是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还是一些目标定位较为特殊的私人物

品的提供，国家、市场和社会三部门协同承担才是最佳的治理之道，在此过程中，三部门共同决

定目标和行动方案，同时共享信息，共同开发资源，从而达成提升生产率和合法性之效。瑐瑡互动

治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与协作治理在理念上一脉相承，其差别在于前者在后者的基础上进
一步探究了三部门组织在协作互动过程中不同治理机制的作用。互动治理是指利益多元的多方行

动者通过互动以形成、促进并达成共同目标的复杂过程，在此过程中，他们动员、交流和利用一

系列理念、规则和资源。瑐瑢多方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源不同，他们所运用的治理模式也不同。瑐瑣在互

动治理的新理论范式中，社群治理发挥主导作用，但社群治理始终嵌入在市场治理和行政治理之

中。有别于市场治理的竞争与选择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ｏｉｃｅ）和行政治理的命令与控制 （ｃｏｍ
ｍａｎｄ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社群治理的基本特征是认同与遵守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即相互密
切关联的个体组成正式或非正式的社群，基于对共同价值与规范的认同、承诺与遵守，以协调其

活动。瑐瑤

三、互动／协作治理与社会住房的提供

社群治理常常出现在各类正式民间组织及其组成的非营利部门之中，法人治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瑐瑥和协会治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瑐瑦成为两种正式化程度较高的社群治理亚类
型。在住房领域，互动／协作治理主要通过两种正式的非营利性组织──住房协会和合作社──
发挥作用。住房协会和合作社都是会员所有制并为会员服务的法人组织，两者的区别在于协会不

能像合作社那样将净收益以现金股息的方式分配给会员。瑐瑧由于盈余可分红，住房合作社本质上

介于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组织之间，但由于住房合作社致力于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低价住房，因此其

盈余不会很多，其分红也无足轻重。在现实生活中，两种组织在运作上差别不大，常常混同在一

起，均被视为非营利性组织。瑐瑨社会住房的提供包括资金筹集、房源汇聚和分配管理三个环节。

社群治理贯穿于所有环节；但在资金筹集和房源汇聚的环节，社群治理运作嵌入在市场机制之

中，行政治理助推，而在房源汇聚和分配管理上，社群治理嵌入在行政机制之中。

（一）社会住房的筹资

筹资是任何社会事业的基础性环节。一般来说，非营利组织的慈善收入来源一般非常有限，

其大部分收入主要来自会费、服务收费以及政府补助。瑐瑩至于社会住房的筹资来源，主要有三：

一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投资贷款；二是债券、信托基金、保险基金等社会资金；三是政府补

贴。瑑瑠社会住房的筹资集中体现了国家、市场和社会三部门主体互动／协作治理的优势。社会住房
的筹资依赖于市场机制的运作。社群机制嵌入在市场机制之中，缘于住房协会或合作社拥有社会

住房的部分或完全产权，且政府发挥助推作用。社会住房投入使用后待收的住房租金与政府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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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形成了稳定的收入预期，因此能在金融市场上产生一定吸引力。非营利性组织以市场化运

作为手段，依托专业化融资模式，延长资金筹集链，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障社会住房的长期资

金供给。在此过程中，政府一方面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补贴以及政府租赁，强化了非营利组织的信

用基础，另一方面也通过制度化的监管，对非营利性住房组织的市场融资行为进行风险控制。

非营利机构的市场化融资模式有两类：一是资产支撑型证券化模式 （ＡｓｓｅｔＢａｃｋｅ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ａ
ｔｉｏｎ，ＡＢＳ），即项目或组织运营者以所辖资产为基础，以未来预期收益为保证，将收益权转移给
专门的金融机构，并由其在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筹集资金。瑑瑡ＡＢＳ适用于风险低但收益预期稳定
的任何项目或组织进行融资。瑑瑢在这一点上，盈利虽低却很稳定的社会住房符合 ＡＢＳ模式。运用
ＡＢＳ模式能够充分调动市场化资本的力量，缓解非营利性组织资金短缺的永恒难题。二是房地产
投资信托基金模式 （ＲｅａｌＥｓｔａｔ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Ｔｒｕｓｔｓ，ＲＥＩＴｓ）。这也是将资产未来收益证券化的一种
融资模式，只不过并不依赖于债券融资，而是由信托公司发起，用股票或收益凭证的形式吸引投

资。瑑瑣这一模式是商业地产开发商常用的融资手段，也为退休金管理机构等投资者提供了收益稳

定的投资机会。瑑瑤自１９８０年代以来，在很多发达国家，这一融资模式开始应用于公共住房和社会
住房的筹资。这不仅将非流动性、资金回笼慢的社会住房固定资产转化为可交易的金融产品，以

较低的风险为市场投资者 （如养老金投资机构）提供了保值增值的空间，还筹集了分散的社会

资金，拓宽公共住房／社会住房建设的资金来源渠道。瑑瑥社会住房筹资的市场化运作，需要一大批
专业人士进入到非营利组织。瑑瑦这意味着，非营利组织的运作并不能单靠依赖于志愿人士积极参

与的社群治理，还要依靠基于劳动力市场的治理机制发挥积极作用。

（二）社会住房的房源汇聚

社会住房的房源汇聚共有 “新建、配建、收购、收租”四种途径，每一种途径均需要非营

利组织与政府、市场部门协作完成。

新建住房构成社会住房的主要房源之一。一般来说，政府负责制定公共住房和社会住房的建

设规划，然后委托非营利住房组织承接社会住房从筹建到分配阶段的所有工作。政府在土地划拨

或出让、税收减免、资金补贴等方面，发挥积极职能。非营利组织在获得建设许可后，全权负责

施工工程的有序展开，严格监管住房建设质量，同时还接受社会各界及政府部门的多方监督，最

终验收后将建成的项目提交委托方政府。在土地资源丰富、产业和人口集中度高的地区，更为适

合大规模新建社会住房。瑑瑧配建是指政府通过减免土地出让金、减免税收等手段，鼓励甚至强制

要求商品房开发商在商品房项目中建设一定比例的社会住房。其中，社会住房的建设受到政府部

门及社会各界的多方全程监督，竣工并验收后由非营利组织在一定期限内进行回购，偿还开发商

的建设本息。这一捆绑式的政策大大拓宽社会住房的房源供给，推动了 “邻里社会交融”，瑑瑨具有

打破社会分层、促进不同阶层的人员流动、维护低收入群体尊严的社会意义。收购是指非营利组

织出资收购经过住房市场 “过滤”的旧房，包括小户型商品房、中高档住宅的二手房、危旧房、

废旧厂房仓库等，获取房屋的完全产权后，进行适当的规划重建，改造为面向低收入群体的社会

租赁住房，从而达到扩充房源的目的。收购旧房不仅能提高市场住房的使用率，加快危旧房改造

进程，促进住房的更新换代，还对于改善市容市貌、推动城市建设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收租是指

政府通过行政与经济手段并重的方法，鼓励公众把闲置房屋租给政府或非营利住房组织，作为公

共住房或社会住房的房源之一。在具体运作上，政府或非营利住房组织与房屋所有者签订租赁协

议，获取房屋一定年限的使用权，协议到期后房归原主。“收购”获得的是住房的完全产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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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租”仅获得房屋的部分使用权。相较于收购，收租模式的弹性更大、适用范围更为广泛，可

有效利用分散的社会房源。在实际运作中，政府常常与住房协会等非营利性组织建立长期的合作

伙伴关系，私人业主租赁给政府的房屋，也常常交由住房协会加以管理。瑑瑩

（三）社会住房的分配管理

社会住房的分配一般有实物配租和租金补贴两种方式。无论哪一种方式，政府部门负责目标

定位的协商与确立，即确定哪些民众才具有申请公共住房／社会住房的资质，而具体的目标甄别
和房屋分配工作则由非营利组织完成。非营利组织需要收集住房、土地、人口等信息，与政府协

商制定社会住房的准入标准和租金标准，并向社会公示。符合准入标准、接受租金标准的个人或

家庭可申请一定户型的公共住房／社会住房，经非营利组织审查后即进入待分配名单。如果待分
配住户数量大于现时可提供的社会住房数量，则由非营利组织根据经过事先公示的社会人口学指

标进行优先排序，依次供给住房。瑒瑠由于非营利组织全权负责住房分配的具体工作，职权很大，

因此整个分配过程必须受到来自社会各界和政府部门的严格监督，以保证住房分配的公正公开，

减少以权谋私、“黑箱操作”等腐败行为，使社会住房分配给真正需要的低收入群体。

作为社会住房管理的核心，准确的目标定位依赖于住户信息的动态监测与即时更新。这就需

要非营利组织加强与政府统计部门的沟通合作，定期收集住户的收入、就业、家庭情况等信息。

当住户的社会经济状况有显著变化，如收入大幅增加、工作职位晋升、家庭重组时，社会住房的

分配也应予以相应的调整，以增强住房目标定位的有效性。对于刻意隐瞒收入的住户，政府要处

以一定的惩罚，并向社会公示予以警戒。由此可见，在社会住房的服务递送环节，国家与社会的

有效互动和协作是不可或缺的。

四、案例分析：荷兰住房协会

荷兰社会住房在住房总量中的比重居欧洲之首。瑒瑡在社会住房的建设和管理中，住房协会占

主导地位，而且荷兰政府还把公共住房的管理服务外包给住房协会。至２０１２年，荷兰９９％的公
共租赁住房都由住房协会负责提供。瑒瑢荷兰住房协会在社会住房提供中的参与程度领先世界多数

国家，其经验具有借鉴意义。为此，本文选取荷兰住房协会作为案例，进一步阐述上文总结的非

营利组织运作模式。

荷兰住房协会诞生于 １９世纪末，最早是为解决工人阶级住房问题而成立的非正式组织。
１９０１年 《住房法》颁布后，住房协会纷纷成立，１９２０年协会数量已达１３５０个。瑒瑣二战后凯恩斯
主义的盛行，使得荷兰政府在战后住房重建中占绝对主导地位，住房协会的作用一度式微。重建

工程完成后，住房协会才逐渐取代政府部门成为社会住房提供的核心，同时住房协会间的合并使

得其数量有所减少，瑒瑤这有助于提升其规模经济效益。

荷兰的 《社会租赁住房管理法令 （ＢＢＳＨ）》规定了住房协会的职能范围，包括为特定群体
提供住房、保证住房质量、促进社会住房领域的资金链循环、加强租赁者管理、加强社区管理，

为需要特殊照顾的群体提供住房。瑒瑥住房协会使用自有资金、贷款和社会资本，承担社会住房资

金筹集、房源汇聚以及分配管理的工作。在社会住房提供中，住房协会的运作模式遵循非营利组

织的一般规律，同时也具有适应荷兰国情的创新之处。

（一）荷兰社会住房的资金筹集

荷兰住房协会的筹资渠道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化。１９８９年前，由于 《住房法》规定政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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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住房协会以补贴、贷款等经济援助，因此住房协会的运作资金以政府贷款和补贴为主；瑒瑦而

在２０世纪后期，荷兰推进住房市场化改革，尤其是１９９５年 《应付补贴与应付债务抵补操作办

法》颁布后，政府不再给予住房协会资金补贴，其筹资渠道转而以租金收入和金融贷款为主。

由于战后政府主导式的住房重建使得政府不堪债务重负，荷兰没有盲目模仿其它国家推行纯

粹前述市场化的ＡＢＳ、ＲＥＩＴｓ等融资模式，而是立足本国的基本国情，着重发展政府主导或政府
协助的担保基金以增强投资者对住房协会的信心，瑒瑧通过提高信用额度拓宽住房协会的资金来源

渠道。具体来说，担保基金主要有两类：

一是社会住房担保基金 （ＷＳＷ），由国家住房委员会和住房协会共同出资组成，协会无力偿
还债务时由政府承担债务责任。政府担保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有助于协会获得低息贷款。截至

２０００年，ＷＳＷ已为１７家住房协会提供了困难时期的资金支持，累计救助金额达４８亿欧元。
２００４年，荷兰９３％的住房协会都加入了这一基金。瑒瑨二是中央住房基金 （ＣＦＶ），又称 “团结互

助基金”。这是一种联盟性机构，社群治理在其形成和运作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而政府通过赋予

其合法性并参与其制度建设的方式发挥了助推作用。中央住房基金由住房协会每年提取１％的租
金收入联合注资组成，截止２００８年已有４４亿欧元的安全储备金。瑒瑩当任何一家住房协会无力偿
还债务时，基金提供无息贷款支持，条件是三年内取得运营效益。

在资金筹集过程中，政府主要给予住房协会间接支持，包括降低土地出让金，减免协会的公

司税等。借贷方面，政府积极鼓励银行、投行等金融机构给住房协会发放贷款，荷兰的政府银行

也给予住房协会以低息贷款。瑓瑠政府的积极支持，为荷兰住房协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打造了夯实的物质基础。

（二）荷兰社会住房的房源汇聚

荷兰社会住房的建设和改造工作全部由住房协会具体承担，政府基本退出了供给，更多的是

提供政策支持，比如依据１９０１年 《住房法》，政府有责任给予住房协会以优先购地权和价格折

扣。住房协会在汇集房源时，以配建和收购两种途径为主。

在重新修建住房方面，２００３年荷兰住房协会新建的住房量占全国新建住房总量的８０％，其
中３１％的新建房作为社会租赁房出租。新建住房中，多数采用的是商品房、租赁房混合建设的
模式，瑓瑡即符合 “配建”这一房源筹集办法。通过 “配建”的方式，荷兰社会阶层间的流动性加

大，有利于减弱不同社会阶层的极化与隔绝效应。近年来，荷兰社会住房的供应量有降低的趋

势，２００９年住房协会还持有３０４００套租赁住房，至２０１０年这一数值就将至２８６００。社会住房供
应减少导致出现了住房市场紧张、申请租赁的居民排队时间长、租赁房价格居高不下等问题。瑓瑢

为了改变这一供不应求的局面，荷兰住房协会联盟达成协议，决定加速社会住房的建设步伐，通

过 “配建、新建”的方式增加住房供应量，以满足荷兰国民的基本住房需求。

在改造旧住房方面，荷兰以 “收购”为主要方式。住房协会与房屋原所有者签订协议后，

即通过购买获得房屋的完全产权，可展开翻新、拆除、重建等住房改造工程，通过 “旧房换新”

充实社会租赁房供给。瑓瑣为了鼓励、引导旧住房所有者参与到这一改造计划之中，住房协会需要

协同政府部门给予一定的优惠条件，比如给予房屋定向补助。住房协会相比地产开发商更考虑长

远利益与社会利益，承担了８０％的住房改造工程，瑓瑤发挥了不可取代的突出作用。改造旧住房的
途径具有两点优势：一是旧住房的所有者一般为中低收入群体，改造工程改善了其住房条件，提

高其生活质量，即使以前是荷兰最破旧的社区，改造后也可能晋升中等社区行列；二是住房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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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的通常为中心城区的旧住房，既有改善市容的考量，也考虑了工薪阶层上下班的便利需求，

他们无须搬到出勤不便的郊区或城镇，在市中心即可租到满意的住房。

（三）荷兰社会住房的分配管理

在社会住房的分配管理阶段，荷兰住房协会的参与遵循非营利组织的一般模式，仅在确定分

配对象和租金水平时结合荷兰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地方化调整。下文将从准入标准、租金标

准、住房配给机制和监督机制四个方面加以详细阐述。

１．准入标准 （或目标定位）：荷兰政府于２０１１年１月做出规定，住房协会必须把住房存量
的９０％分配给低收入群体，这一政策的出台有利于从供给面更充分地满足低收入群体的基本住
房需要。荷兰的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阶层均可申请社会住房，但优先性有别，低收入群体的界

定标准为年收入不超过３３６１４欧元，３０岁以下的年轻人、５５岁以上的老年人、领取政府救济金
的失业者和外来移民、有居留权的难民、残疾人、拆迁户、无家可归者等，具有优先租赁权。瑓瑥

２．租金标准：为了防止租金价格过高损害低收入群体的权益，荷兰于１９７９年颁布 《住房租

赁法》，规定每年仅能增加房租一次。荷兰政府严格控制社会住房的租金水平。根据２０１２年的标
准，荷兰社会住房的租金不得超过６６４６６欧元。瑓瑦特别地，政府会规定最高价格涨幅，涨幅范围
以内出租者有权自行灵活调整租金价格。

３．住房配给：符合准入条件、接受租金水平者可通过网络、邮政、电话等渠道申请社会住
房，每名申请者最多可申请三套。大多数申请都是通过网络平台提交的。瑓瑧根据优先性、等待时

间的顺序，申请者依次看房，不满意者继续排队，直至达成住房协议。一般而言，荷兰居民的平

均排队时间为四至五年。当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至不再符合准入标准时，政府会采取减少补贴、

提高租金等市场化手段加以引导，同时提供购房贷款利息减免的优惠政策，鼓励住户购买住房。

如果租赁者有意愿购买所居住的社会住房，可获得市价七五折至九折的优惠。在这一政策刺激

下，荷兰房屋自有化率从２００６年的５５８％提高至２０１０年的６５０％。瑓瑨

４．监督机制：主要表现为外部监督和组织内部监督两个层面。外部监督方面，荷兰的住房
协会需要定期向社会公布季度和年度报告，阐明一定时期内社会住房的建设和运营情况、协会自

身的发展状况等，接受广泛的社会监督；同时，住房协会全国联合会的设立促进了各协会之间的

相互促进与互相监督，敦促各协会制定公开、明确的协会章程，约束协会行为。瑓瑩组织内部监督

方面，荷兰住房协会设有独立的监督委员会，一般由７～９名各领域的专业人士组成，有权提名
或罢免执行总裁。瑔瑠专家的参与不仅增强了协会决策的民主治理，还从机构设立上完善了协会内

部的监督机制，有利于激励住房协会主动提高管理水平。

五、结语

自１９７０年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的非营利住房组织逐渐活跃，以住房协会和住房合作社为
代表，在社会住房提供中作用显著。本文以福利多元主义为背景，从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三

者的关系入手，研究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住房提供的运作模式，并以荷兰住房协会为例对这一运

作模式进一步阐释。

市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难以解决正外部性强的准公共物品的充分供给问题，而政府又面

临财政预算约束，无法无限制扩大对社会住房的投入比重。社会住房领域存在着广泛的市场失灵

与政府失灵，必须诉诸第三方主体———非营利组织来解决其供给问题。非营利组织具有不以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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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的、与基层联系紧密、实验性、灵活性和多样性强的比较优势，因此，加强多主体协作、充

分发挥非营利组织的作用，成为各国社会住房供给的通行途径。

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住房提供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体现了政府、市场、第三部门合

作的福利多元主义理念，是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有力补充。它不以营利为目的，具体运作中高

效、协调、职责明确，在社会住房提供中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发展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住房供

给模式。欧美国家尤其是荷兰的经验，非常值得中国政府在保障房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加以借鉴。

荷兰的经验显示，市场／政府双失灵的存在，使非营利组织在欧美发达国家社会住房的提供
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而国家、市场与社会多部门组织通过行政、市场和社群机制的互补嵌入性，

形成了互动／协作治理的格局。在荷兰，住房协会承担着社会住房的资金筹集、房源汇聚和分配
管理的工作，社群治理贯穿于所有环节。在筹资环节，住房协会采用资产证券化融资模式，筹集

分散的社会资金，体现了社群治理的市场嵌入性，而政府则通过公共担保基金的建立和住房协会

间互助基金的推动，为融资市场化提供支撑，体现了市场机制的行政嵌入性。在房源汇聚和分配

管理环节，住房协会的社群治理具有行政嵌入性，即政府在目标定位、制度建设、审核监督、鼓

励推动等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政府转变既有的行政化治理模式，助推社群机制和市场机

制，促进了住房领域的公共治理体系创新。

①ＰａｕｌＲｅｅｖｅｓ，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ＳｏｃｉａｌＨｏｕｓｉｎｇ，２ｎｄＥ

ｄｉ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２００５，

ｐ２

②ＢｕｒｔｏｎＡＷｅｉｓｂｒｏｄ，Ｔｈｅ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Ｓｅｃｔｏｒ：

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ＭＡ：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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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ｅａｔｓｈｅａｆ，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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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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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Ｌｅｅｓｏｎ，ＡｎａｒｃｈｙＵｎｂｏｕｎｄ：Ｗｈｙ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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